
乾隆晚年，清朝的官僚体系日

益腐败，和珅权倾朝野，专横跋

扈，贪赃枉法，可以说是由盛转衰

的征兆。嘉庆即位后，希望能重振

吏治，挽回颓势。但是，内有官员

中饱私囊，外有起义叛乱频发，国

家已经积重难返。即便如此，嘉庆

的勤勉还是值得肯定的，他肃清和

珅集团，打击贪腐，启用一大批清

廉能臣，无疑为清朝的夕阳残照增

添了一抹亮色。朱珪正是乾嘉过渡

时期的重要人物。

朱珪是浙江萧山人。他 7 岁入

学，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经世

致用。正如那个时期所有志在青云

的读书人一样，他走过了艰辛的考

学中举之路。15 岁便入顺天府，从

师顾河干先生，学习秦汉古文 。

1747 年，乡试中举，时任刑部尚书

阿克敦称赞道：子年少而魄力大。

朱珪第二年即中进士，随后又任上

书房行走。

帝师是朱珪的第一个身份。在

他之前，乾隆曾经给皇子选派过几

个老师，比如尚书奉宽、工部侍郎

谢墉，似乎都没有收到很大效果。

嘉庆帝从朱珪这里学到的也是四书

五经、文章诗词，但是朱珪在讲授

过程中，更注重将中国古代政治家

治国理念和仁政思想编成故事穿插

进来，或者理论联系实际，将这些

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嘉庆帝

十分喜欢。

嘉庆帝还是皇子时，勤学不

倦，常年在书房中读书，忽一日，

想到古代读书人皆有书房，尤其在

命名上显出书房主人的雅趣和心

志，便也想为自己的书房取名，想

来想去，没有思路，于是询问师傅

朱珪。朱珪说：勤学者有余，怠者

不足，有余可味也，可命此书房曰

“味余书室”。通过书房命名，朱珪

将 “ 勤 学 、 勤 政 ” 的 道 理 讲 了

出来。

4 年上书房行走之后，朱珪被

外调到福建省任学政，临行前为这

位未来的帝王留下一封书信，其中

讲到 《五箴》，即养心，敬身，勤

业，虚己，致成。这十字箴言后来

被嘉庆帝当作座右铭，不仅成为修

身养性的方法，还成为他后来勤政

治国的准则。朱珪希望将儒家内圣

外王的思想落实到这位未来的帝王

身上。

作为帝王师，朱珪对嘉庆帝宽

仁政风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嘉

庆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

清代皇族入关后，开始还排斥汉文

化，后来发现要想统治偌大的中

国，必须精通其思想精髓。于是，

儒家的修身治国之道成为清代皇子

的必修课。能够影响皇帝施政和德

行的，当然是皇子的老师。嘉庆一

朝，朱珪对嘉庆的影响最为深远，

包括其个人思想和施政风格。

1799 年，乾隆帝去世，被后世

史学家多有称道的康乾盛世落下帷

幕，清朝陷入茫然无措之中。当

天，在外任职的朱珪被召入京城供

职，以辅助亲政不久的嘉庆帝。在

回京的路上，朱珪上疏一道，力陈

此后嘉庆帝应该遵循的治国方略，

说道：思修身严城期之介，于观人

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思维张，朝

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

廉，万物昭苏，天信民顺。朱珪的

上疏中说的依然是修身正心、利义

之辩等儒家之道。

此后，朱珪在朝廷任职期间，

始终向嘉庆帝进言要广施仁政，嘉

庆帝在执政过程中，也将宽仁放在

了首位。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处理和

珅这件事上，甫一亲政，嘉庆就立

即将和珅集团拿下，并准备来一次

大刀阔斧的清肃。后来由于朱珪的

进言和劝解，嘉庆帝没有大开杀

戒，只是将和珅余党逐出内阁，并

赐和珅自缢。

可以说，朱珪儒家宽厚的施政

作风，有利于皇权平稳过渡，减少

局势震荡。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

宽仁，没能将朝廷的不正之风彻底

清除，使其继续在朝野蔓延，为清

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清中期政治

积弊日久，必须下以猛药，方能重

振朝纲，刮骨疗毒，才能重获生

机。这种宽仁的政风也体现在后期

镇压白莲教叛乱之中，实行“剿抚

兼施”，希望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

引导，使其消除暴戾之气，但并没

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这也是朱珪的

历史局限性。

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帝师，

朱珪将儒家正统的仁政思想传授给

了嘉庆。早期教授皇子读书期间，

后来临朝辅政之时，宽仁始终都是

朱珪的主导思想。

廉臣是朱珪的另一个人格身

份。在嘉庆一朝任官，清廉和谨慎

是必须的，才干倒在其次。大概是

由于王朝后期，贪腐成风，清廉就

显得十分可贵。朱珪一生品行清

廉，虽然官至宰相，却刻苦如寒

士。乾嘉之交，朝野贪官横行，吏

治败坏，勒索民财，官官相护等不

正之风大行，身为朝廷大员的朱珪

却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清贫

如故。

《朱文正公神道碑后记》 中记

载一则故事，颇能言明朱珪的清廉

之风。朱珪在担任山西布政使时，

有一个身为下级的诗文朋友，名叫

吴重光。吴重光善于词赋，可以说

和朱珪志趣相投，于是被当作知

己。一日，朝廷下诏，调朱珪入

京。他却苦于没有路费，只好将这

位诗友兼下级叫进来，向其借钱

200 两，还发债券。吴重光一看惊

呆，唯唯诺诺，哪敢接受上级的债

券。朱珪严肃地说：你不要债券，

难道是想贿赂我。吴重光只好接受

了债券，第二天将 200 两送来。所

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朱珪

身为主管一省财赋的官员，却穷到

连回京的盘缠都没有。从中可以看

出朱珪的认真和廉正品格了。

1806 年，77 岁的朱珪在乾清宫

与嘉庆帝商讨国事，忽然眩晕倒

地，不省人事。皇帝将最好的御医

招来，为其诊视。没想到御医也回

天无术，又过几日，朱珪病逝。

嘉庆帝对于朱珪的离世十分悲

伤，连续颁布两道上谕。第一道

说：“大学士朱珪持躬正直，舐节

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服官

五十余年，依然寒素，家庭淳睦，

动循矩法，徇不愧为端人正士，晋

赠太傅，入贤良祠。”第二道说：

“昨因大学士朱珪磕逝……赐谥文

正……朱珪立朝五十余年，外而歇

历督抚，内而洧直纶扉。”古代王

朝，谥号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

所谓“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

之辩，谥乃死者之辩”。名号是对

活人的称呼，谥号是对死人的评

价。朱珪死后，谥为“文正”。文

正是对一个官员生前德行从政的最

高评价。有清一代共有八位谥号为

“文正”的汉臣，朱珪是第三位。

嘉庆帝还用一首诗赞扬了朱珪

的一生，其中有一句“半生惟独

宿，一世不贪钱”，的确是朱珪的

写照。他去世时，床上只有一个布

被、布褥，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家

的排场。40 多岁，朱珪丧妻，此后

就一直独居，未曾续弦。半生独

宿，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志向。

朱珪的从政历程足够光辉了，

他 18 岁中进士，后来当皇子的老

师，接着全国地方级的大员做了不

少，后来回京又官至宰辅，成为股

肱之臣。但是，他的本质还是一个

志向高洁、清廉自守的读书人。

□ 胡海升

半 生 惟 独 宿 一 世 不 贪 钱
——清嘉庆年间的朱珪

07S T U D Y T I M E S
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本版编辑：陈 思

版式设计：王 芳

E-mail:f7@studytimes.cn

Tel:010-68929950文史参阅

《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著名的论

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大同”，代

表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表达

了一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

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此一憧憬和追

求，历数千年，始终是中华传统思想

的主流，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典情境下对理想
社会的憧憬

作为“大同”思想核心的“和谐

共生”具体指什么，或者经由何种路

径才能达至呢？古人给出了答案，这

就是 《中庸》 所云的：“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

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

矣。”即是说和谐共生的大同分为四个

层次，或者从四个方面逐次递进。

和谐共生，要求自我安身立命，

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儒家所谓凡事

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而后齐家，而后

治国平天下。道德修养最浅的层次，

自然是“穷则独善其身”，最高的层

次，则是“达则兼济天下”，最终要像

尧舜那样成德成圣，到了尧舜之境，

人的主体自觉性完全发挥，也必将把

社会带到至善的领域。

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较之于个人的修身，这更

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承担责任的路

径，就是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自己推

演开去，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

严。儒家所云的“生道”，并不仅仅是

满足口腹之欲等基本的生存，还有受

尊重的需求。孟子甚至指出“以生道

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也就是说如果

给予他人人道的对待，即便身死而无

怨。毫无疑问，这是实现人与人之间

和谐的必由之路。

“民胞物与”。强调人与其他生灵

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更为开阔的思

想境界，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说过，“乾

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

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张

载看来，因为人与万物的形体和性情，

都是由天地之气塑造而成的，所以天下

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间的人和

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们对

他人均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对万物

也应像对人一样去关爱。这无疑是孔

子“泛爱众而亲仁”思想在宇宙领域

内的进一步发挥。人与万物，共生共

荣，万物凋敝，人何以堪？关爱万

物，实际上是滋养人类本身，民胞物

与，方能臻于“大同”之境。

“与天地参”，亦即古人所谓的

“保合太和”。这实则是一种终极的

“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称：“与人和

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

乐。”很显然，单纯“人乐”，还不是

最高层次，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

然的“天乐”。这昭示了古人对于我们

所处的自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一种

关注。儒家所谓的“与天地参”，亦是

“天乐”的另一种表达。

古人追求的“大同”之境，是一

个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和谐要求普

遍和合，由自己开始，经由他人、社

会、万物乃至最终“与天地合其德”，

铸就一个充满生机的共同体。

传统社会追求“大
同”的实践举措

《礼记·礼运》 中所述“大同”，

无疑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描述。

如汤一介先生所云，这一理想社会，

包含着许多空想成分，且建立在道德

修养提高的基础上，无疑是片面且难

做到的。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不去

做。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历朝历

代都不乏趋向“大同”的实践举措，

举其要者有三。

“别夷夏”与“进夷狄”的施政路

径。夷夏之别，本就不是从血缘或种

族上来区别，而是从文化或者文明的

角度上而言。如果夷狄文化上有所进

步，即便身处四裔，诸夏也不会复以

夷狄视之，而如果诸夏文明不再，那

么也会沦为夷狄之境。孔子面对中原

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感慨“夷狄之有

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指夷狄都能

讲君臣之道，而作为礼仪之邦的诸夏

反而丧失了。所谓的“夷夏之别”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东汉何休在 《春秋

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 中更是指

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

一”。这就是以一种文明发展论的眼光

来看待华夷之别。理想的状态，是通

过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最终使得原先

文明落后的夷狄，达至先进的领域，

即所谓“进于爵”。历代统治者所宣扬

的“王者无外”，实则表达的也是同样

的意思，王化即文化，化民成俗，将

之逐步纳入王化当中。正如孔子所说

的“近者悦，远者来”，最终通向大同

之路。而别夷夏与进夷狄，所遵循的

路径恰恰就是孟子所云的“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这样一个渐进的步骤。

“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中国虽

然追求和谐共生的“大同”社会，但

并不希冀用武力或者宗教，强行将不

同民族或者种族归入“王化”之内，

而是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

他者的文化与制度，中国往往能够给

予相应的理解和尊重。中国从未以文

化或者宗教之名，对外发动过战争。

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主张通过对话促

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传统思想主

流也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传统王朝绝大多数时候能以一种包容

和平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或者文明。

当然，外来文化或文明能否在中华大

地上生根发芽，则得视其适应程度。

譬如在唐代，西方的佛教、景教、祆

教诸文化纷至沓来，但最后只有佛教

发扬光大，这并不是中国政治势力扶

植或者打压的结果，而是文化本身之

张力的渗透所致。对于唐王朝而言，

始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而对外来文明

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最经典的例子

是唐律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规

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

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该条律

文的“疏议”解释为：“‘化外人’，

谓蕃夷之国，别立长君者，各有风

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

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唐律

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但是唐

王朝并不因之骄矜自许，必使在唐之

化外人强行之，而是尊重各化外人本

俗。只有当双方并非同一文化者，方

才适用属地管辖，以唐律断之。这充

分体现了传统大国各美其美且美人之

美的气度。正所谓和而不同，方能天

下大同。

“四海一家”的民族和外交政策。

中国历史上，有开拓精神和政治理想

的王朝，在民族和外交政策上，无不

奉行“四海一家”的政策，而不是以

邻为壑，自设藩篱。奉行四海一家

者，也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四周

民族或者国家，最终成为中华的屏

藩。唐太宗在对待夷狄问题上秉持着

开明的精神，指出，“夷狄亦人耳，其

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

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

如一家”。正是有这样高远的民族和外

交见解，使得唐王朝成为历史上最开

放、最包容的王朝之一，周边原本不

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民族，也纷纷内附

于唐，尊奉太宗为“天可汗”。无独有

偶，后来的努尔哈赤，亦针对民族区

分说过：“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

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此可见历史上

大国领袖的担当与见识。而康熙针对

臣下请其修长城防边患的问题，更直

接提到：“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

专恃险阻……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

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

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此话深得

孔子近悦远来之道。伟大的治理者，

善于化除民族的畛域，使四海团结为

一家。既然内在的藩篱得以消解，则

边境自固，天下自稳。这同样是渐至

“大同”的治理之道。

“大同”理想的历史评价

传统“大同”理想及其路径，主

要是文化核心通过文化涵摄的方式，

逐步将夷狄纳入王化的过程，最终实

现天下“大同”。中国古人很早就突破

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性，他们关注

的，不是一城一地、一族一姓的兴亡

得失，而始终着眼于“天下”的福

祉。这种超越时空的“大气”，也使得

中国文化从来不会因为战争或者政局

的动荡而丧失生命力。我们可以这样

说，“大同”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世界

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像一个

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

在一起，即便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理

想，也使得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有了

一个文化的基础。它从血缘上的联系

入手，慢慢扩展及异姓异族，最终

“夷狄进至于爵”，从而“天下一体”

“王者无外”。如此看来，“大同”理想

实在是理解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命运的

一把最重要的钥匙。

范晔的 《后汉书·列女传》 中，

《乐羊子妻》中的乐羊子妻虽说不上多

有名，甚至她本人姓甚名谁，是谁家

的女儿都不知道，但读后令人印象深

刻。乐羊子妻帮助丈夫树立美德和成

就学业的故事流传至今，十分难能可

贵。范晔在传记中突出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是拾金不昧。乐羊子在

路上行走时，曾经捡到一块别人丢失

的金子，拿回家把金子交给了妻子。

妻子说：“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

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

其行乎!”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

泉”的水，廉洁正直的人不接受“嗟

来之食”，何况是捡拾别人的失物、谋

求私利来玷污自己的品德呢！乐羊子

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扔弃到野

外，然后远出拜师求学去了。

另一个故事是断机劝学。一年后

乐羊子回到家中，妻子跪起身问他回

来的缘故。乐羊子说：“久行怀思，无

它异也。”出行在外久了，心中想念家

人，没有别的特殊的事情。妻子听

后，就拿起刀来快步走到织机前说

道：“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

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

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

废时日。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

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

斯织乎？”这些丝织品都是从蚕茧中生

出，又在织机上织成。一根丝一根丝

地积累起来，才达到一寸长，一寸一

寸地积累，才能成丈成匹。现在如果

割断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那就无

法成功，迟延荒废时光。你积累学

问，就应当“每天都学到自己不懂的

东西”，以此成就自己的美德。如果中

途就回来了，那同切断这丝织品又有

什么不同呢？乐羊子被他妻子的话感

动了，重新回去修完了自己的学业，

并且 7年没有回来。

通过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到

了乐羊子妻的高尚品德和过人才识。

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拿回家，

这本身就是个自私的行为，因为金子

肯定是别人遗失的，乐羊子之所以拿

回家就是有贪财之心。乐羊子妻在这

个时候表现出了与众不同，她不但不

收丈夫拾来的金子，还用“志士不饮

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典

故说服丈夫，指出因贪小利而失大节

的危害，使乐羊子知错就改，并远离

家乡寻师求学。很多有偏见的人认为

女人比男人更爱贪占小便宜，而乐羊

子妻的所作所为颠覆了这一偏见，使

身为男子汉的乐羊子非常惭愧。

乐羊子求学一年后回来探亲，按

道理无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一般

人家的妻子肯定是十分欢喜，而乐羊

子妻不是这样，看到了乐羊子求学不

专的毛病。智慧巧妙地“引刀趋机”，

以自己织布必须日积月累“遂成丈

匹”的切身体会，说明求学必须专心

致志、持之以恒的道理，最后归结到

“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乐羊

子妻的这一番借织布来讲道理的话，

确实很有水平，完全不像一个妇道人

家所言，倒像是出自一位很有智慧的

哲人大师之口。

这两个小故事讲明了做人做事的

两个道理，就是做人必须具备高尚的

品德，做事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前一个故事大家容易理解，不义之财

不可得，身外之物不可取，这方面自

古以来就有很多教训，后一个故事很

多人并不明白，干一件事总想马上成

功、急于求成，有些事情总是坚持不

下来，半途而废，不能持之以恒。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乐羊

子妻用最浅显最直观的事实说明了一

个深刻的道理。学习，乃至其他一切

事业，必须从点滴做起，坚持自己的

方向，不要轻易地动摇，只有这样才

能“积少成多”“厚积薄发”。

□ 宋 玲

“ 大 同 ”理 想 的 文 化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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